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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1850 年代淘金熱的推動下，華人前所未有的大批移民澳洲。他們迅速吸納了白人礦工的作
業技術開展掘金活動，同時也將源於珠三角地區的農耕技術與作業方式引入了採礦。許多學者認為早
期華人移民偏好淘洗廢舊礦渣並引發環境污染，這是一種成見。無論看現實還是理論，這種觀點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基於種族偏見而建立的，其實這反而說明了華人的耐心與作業方式的高效。不僅如此，
華人移民改良或創造的竹筒引水技術很好的克服了淘金活動中的供水瓶頸，甚至引發了其他淘金移民
族群的效法。借助對淘金熱中華人移民生產技藝及其影響的分析，學界或可對十九世紀醞釀“白澳”
意識的所謂合理依據進行新的反思。 

關鍵字：淘金熱 華人移民  生產技術 

Abstract: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gold rushes after 1851, Chinese migrants swarmed to Australia in 

unprecedented numbers. The Chinese diggers transplanted and transformed agricultural skills from 

their homeland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the goldfields, while they also quickly learned mining 

methods from European miners. However, there was a stereotype that asserted the “fossicking” 

Chinese miners wasted and polluted water holes. This was simply a racial bias, because fossicking 

was to a great extent the result of both white racism against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digenous Chinese skills. In contrast to the stereotype, Chinese diggers greatly improved the 

water supply in certain alluvial mining fields by connecting bamboo pipes to introduce water. 

Uncovering the techniques of the Chinese mine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e could specifically re-

examine the discourse of “White Australia”. 

Keywords: gold rushes, Chinese immigrants, technologies of production 

問題的背景 

1851 年之前，中國人與澳洲只有零星的交際，他們主要是一些水手和勤雜工。1846—
1848 年英方檔案顯示正式進入澳洲的華人僅為 23 人。而 1848—1849 年間，澳洲農場主
首次有計劃地成批輸入了華人契約勞工，累計也不過 390 人。

1
這些華人基本是由廈門出發

抵達悉尼和菲力浦港殖民區（即後來的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主要任務是看管羊群和為牧
場清理樹木。不過至少從墨爾本方面留存的記錄看，這些華人並不適應當地冬季的天氣，
最後許多人擅自脫離了工作崗位。

2
因此並不奇怪的是 1850 年再無此類華工入境澳洲之記

錄。 

但是這種態勢迅速被逆轉，因為 1851 年中旬澳大利亞東南部殖民地爆發了淘金熱，這直
接掀起了一股全球自由移民的浪潮，以珠三角農民為主的中國移民也開始成群結隊奔赴澳
洲。在 1851—1861 年淘金熱高潮期間，澳洲總人口從 30 余萬爆增至 100 萬，而僅維多利
亞殖民地的官方檔案就記載了當地華人移民激增至 4.5 萬人。1855 年後許多華人因規避人
頭稅而偷渡入境，據此一些當事的老華僑甚至認為至 1870 年代末，華人進入澳洲應在 20

萬人次左右。
3
無論如何都可以想像，中國早期移民大規模進入澳洲始於淘金熱，而華人群

體在相當程度上足以影響到澳洲社會的生產和生活。 

不過局限于早期華人移民較少留下文字素材，而澳洲白人移民社會又缺乏對華人社群生產
生活的詳盡記錄，特別是後來的澳洲移民史學界缺乏通曉中文的學者，人們對澳洲早期華
人移民的社會與環境影響知之甚少。比如學者楊進發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金山》一書充
分利用了華文報紙與檔案文獻，但也只是對二十世紀初的華人社會做了較為豐富全面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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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4
幾乎與此同時誕生的《殖民的犧牲品》一書努力將焦點轉向了淘金熱中的華人移民，

作者過分強調早期華人受到的種族迫害，將他們更多描繪為移民社會中消極的“犧牲品”
角色。

5
這固然深刻揭露並抨擊了白澳意識形態之罪惡，但未見得反映了華人活動的全貌。

因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於，即便在白澳思潮甚囂塵上的十九世紀後期，仍然有許多華人成
功融入澳大利亞社會，甚至建立可觀的事業。他們絕非僅作為“他者”存在的隨波逐流的
“旅居者”（Sojourner）。因此，考察並探討華人早期移民的能動性特別是他們與其他移
民的具體互動交流就尤為重要。在此不可忽略的是，淘金熱引發的移民潮前所未有地促成
了不同文化背景移民共存共棲之景。換言之，新移民們將源於故土的各種習慣與技能都彙
集到了澳大利亞礦區及其腹地，由此產生了一種移民社會特有的按族群劃界的行業競爭。
如果能理清其中華人移民的具體表現及其影響，或有助於學界理解澳洲早期華人的貢獻及
他們與強勢的歐州移民交流的後果。 

華人淘金方式傳統定論之疑 

與加利福尼亞金礦一樣，澳大利亞最初發現的金礦都屬於地表淺層的沉積金礦（alluvial 

mine）。在 1860 年代之前，此類型的礦產因埋藏淺、純度高以及便於淘洗而收到全體礦
工的青睞。具體的淘洗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奶盤（milk pan）淘洗，即把挖出的礦土放
置到類似與飲奶盤的容器中再拿到流水裡篩洗即可。另一種工具是“淘洗搖籃”
（cradle），即把礦土倒進類似搖籃的木質容器中注水連續搖晃，最後再用流水沖洗掉土
渣即可獲得黃金。然而對此在澳洲傳統史學研究中卻形成了一種針對華人的批評性意見，
即華人總是淘洗廢舊的礦坑和廢渣（tailings），是所謂的“廢礦翻尋者”（fossicker）。
而且華工總是集體工作，結果讓以個體或家庭為單位行動的白人礦工無力與之競爭。最可
恨的是，華工浪費並污染寶貴的水源。比如維多利亞淘金熱史研究的權威傑佛瑞·瑟利就
說：“中國人開發廢棄的礦，追蹤其他人的礦坑，甚至在溪流河床中尋找微小礦藏——這
些地方常常被別人忽略。他們很少出現在新礦區。他們最典型的工作形式就是“圍場式”
（paddocking）工作，一兩百人一遍又一遍地挖砂淘洗，……他們甚至清掃礦鎮尚未修成
的街道土路，洗洗也能發現點東西。”

6
另一部影響很廣的華人礦工研究成果也說：“華人

不考慮這裡的氣候條件，工作的時候在一個水坑裡淘洗礦土，然後把礦土到近邊上的坑裡，
結果污染了兩個坑。”

7
事實上，雖然後來的學界批判白人礦工以此為藉口進行暴力排華，

但並未深入探問究竟。至此，華人淘金活動破壞並浪費寶貴的水資源成為毫無爭議的結論。 

不可否認，用水糾紛的確是淘金活動中華人與白人移民發生摩擦最主要的原因，為此從口
角到鬥毆層出不窮。但通過對原始材料的比對，不難發現這些結論的依據源自 1855 年維
多利亞議會金礦情況調查委員會的最終報告。這份報告是淘金熱中第一篇權威的官方調查
報告，歷時一年完成，非常詳盡地介紹了當時維多利亞主要礦區的開發情況。其中第 164

段說：“中國人滿足于通過最粗糙的採礦方式獲取最細小的收穫。在反復淘洗舊礦坑時，
他們用起水來大手大腳，毫不考慮會不會浪費，甚至無視那些保護起來用於引用的水源。
結果，由於他們不能或者不願意理解金礦管理方或者周圍礦工的意見，惹出了許多口角。”
8
可是學者們大多未曾留意的是，這份報告還有一份數萬字的長篇取證材料記錄，其中包含
一些最終影響正式報告結論的證詞： 

1854 年，從美國來巴拉臘特淘金的查理斯（Charles James Kenworthy）回答了第 1364-

1365 號問題。當問及“中國佬（Chinaman）是否很多”時，他回答說：“中國佬破壞了
金礦上的所有水源，他們僅僅在表面作業。”接著問他“中國人怎麼破壞水源了？”他回
答：“他們在裡面淘金，他們只淘洗堆在表層的礦土，特別耗水。”第 3038 號問題由卡
索曼的酒店老闆亨利（Henry Melville）回答，當問他“除了破壞水源外，中國佬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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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時，他回答說：“那就是很大的抱怨了，他們從一個水坑取水，然後把尾渣倒進
另外一個，於是毀了兩個水坑。” 

最關鍵的證據是本迪戈金礦委員會常駐委員約瑟夫（Joseph Anderson Panton）在 1855

年做出的，在回答第 4471 號問題時，他說：“他們（華工）一度是後面山谷裡令人討厭
的東西。他們破壞水源，歐洲人不會這樣，因為他們把所有能掌握的東西都拿來淘洗。他
們不挖礦坑，只是單單把礦土拿來淘洗；他們沿著谷地一路走，搜刮一切他們認為有利可
圖的東西。這樣其他人在挖掘的時候，他們就始終在淘洗。”面對這些鐵證，既有結論似
乎無可動搖。但是，同樣是取證記錄裡，還可以發現以下的問答：第 5973 號問題由四邑
人阿寬（Howqua）回答，他之前在英國居住了 9 年，平時充當華人的英語翻譯。當問到：
“中國佬知道不知道那樣取水有壞處而且會引起其他礦工的憤怒？”他回答說：“他們知
道了啊。在冬天，雨水多，可以用很多水，但是在夏天，一滴水都不浪費啊。”因華人用
水問題而接受取證的 4 名人士中，阿寬是唯一的華人，但他也是唯一被正式報告忽略了相
關證詞的人。

9
 

從這樣的報告及取證記錄中，可以認為華人在淘金用水問題上肯定存在歐洲礦工無法接受
的浪費行為，但是華人並不是不可溝通和不可理喻的，他們已經在利用當地氣候規律指導
生產。只是這份權威報告一味相信白人的證詞，對華人的辯解絲毫沒有理睬。這份報告最
終導致了 1855 年針對華人移民的維多利亞人頭稅法案。對於多數學者來說，過分依賴這
樣一份雖然具有權威但包含種族歧視傾向的報告、也不去仔細查對其背後的完整證詞，最
終只能對華人的淘金活動得到一種片面的認識。更需要提醒的是，1855 年僅僅是淘金熱達
到高潮的時代，其後淘金活動還在繼續擴大蔓延，許多新的作業方式都在嬗變，僅憑 1855

年的報告就斷定華人礦工的工作特點，顯然是極其武斷的。所以這裡連一個基本的問題都
有待深究：華人移民礦工究竟是怎麼樣淘金的？他們與環境的互動多大程度上繼承了傳統
經驗，多大程度上又發生了變化？ 

對淘洗廢礦活動的深入剖析 

在對既有論斷的質疑中，已經可以看到當年的種族偏見如何影響了官方立法乃至後世史家
的結論。事實上，要理解華人何以常常淘洗廢舊礦，必須要注意採礦環境以及淘金形式本
身的變化。維多利亞淘金熱中的採礦活動曾在形態上發生過重大變化，即從開發沉積金礦
（alluvial mining）轉向開發石英礦（quartz mining）。在開發沉積金礦的階段，人們對地
質學和礦冶學知識都還只有膚淺的掌握，運氣是決定礦工成功的關鍵因素。無論是淺表土
層開發還是用深井對地下古河道的挖掘，資本和技術門檻都不高。礦工們除非能挖到天然
大金塊（nugget），否則無論是否具有採礦經驗最終都只能用奶盤和攪拌籃來篩洗礦土、
搜尋顆粒金。這種背景下，華人移民雖然之前不具備採礦技能，但吸收其他礦工的經驗和
技術手段也不困難，因此華人移民礦工根本沒必要只撿遺漏的廢渣或廢棄礦淘洗。 

那麼華人為什麼不開發新礦呢？這裡首先需要留心一個時間上的細節，那就是華工大規模
湧入維多利亞殖民地已經是 1852 年底，主要的大礦區如本迪戈（Bendigo）、卡索曼
（Castlemaine）及巴拉臘特（Ballarat）一方面已是聲名遠播，容易吸引包括華人在內的
初來乍到者，但另一方面它們都已被開發了一年有餘，在核心採掘區被廣泛發掘的情況下，
探索新坑的邊際效益越來越低。這種客觀條件促使華工在找不到新礦坑的條件下而寧願淘
洗舊礦坑與廢渣。不過，憑藉珠三角特別是四邑地區華人移民在家鄉養成的精耕細作的田
野勞動模式，反復淘洗前人廢棄的礦渣一樣可以有利可圖——礦渣只是含金量低而並非全
然沒有金子。此外華人移民為何採取一種集體的勞動模式，前人已經給出了比較詳盡的論
證。主要說來有三個原因：一個是四邑移民是以很親密的地緣關係集體移民的，到了海外
很容易維持既有生活模式。第二個是華人抵達後要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與其他移民群體，
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他們往往都依賴幾個頭領（headman）來對外溝通，不便於單獨行
動。第三個，集體活動本身能增加華人群體抵禦環境與經濟不利條件的能力。

10
無論出於

什麼原因，對於開發廢礦和淘洗廢渣來說，這都是必需且有效的工作方式。因為這相當於
一種勞動密集性產業，是用加大勞動強度來彌補單位利潤率低這一不足。在這種勞動方式
下，由於只有把溶解于水的廢渣細化分解才可能揀出微小的金砂，所以淘洗礦土的行為需

                                                
9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ose of J. A. Panton and the Chinese 

Howqua,” VPLC, 1855, pp. 72–3, 237, 33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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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drew Ree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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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復進行，而且對勞動力投入規模有更高要求。1855 年報告中說白人抱怨華人圍場工作、
無所不淘洗的根源就在這裡。 

但如果華人礦工的形象因此被定格為“廢礦翻尋者”，問題又沒有那麼簡單了。因為所謂
廢礦廢渣的產生本身就是白人礦工濫採行為導致的，基本跟華人無關。在淺表礦開發時代，
白人礦工淘金的首要目標是挖坑找尋天然金塊或富礦，而並不願意安心淘洗工作。所以他
們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都是抱著賭博心態碰運氣挖礦，不指望依靠勤奮工作本身發財。
許多華人移民來澳洲淘金是為了求一條生路，可是淘金熱對多數白人移民來說更是純粹為
了一夜翻身。對此澳洲著名史學家安·科瑟斯（Ann Curthoys）批評說：他們“真不愧是
急匆匆的（rush mentality）：一個小道消息（發現大金塊）就可以讓礦工們放棄已經挖了
100 尺深的礦坑，或者讓他們停止自己剛剛開始挖的礦坑，然後他們留下成堆的富礦土，
那可是只要淘洗就能得到金子的。……相反，中國人把這當成一項生產，而不是買彩
票。……他們都是有組織的，集體活動的，不會隨便亂跑。”

11
結果見異思遷的白人未必

發財，適時跟進的華人恰到好處。此外還有許多白人礦工胡亂挖掘一通，只淘洗礦土一遍、
找出大顆粒金子就轉戰其他礦區了，剩下礦土的也成了“廢渣”。結果華人移民反復淘洗
它們之後，產量仍然很可觀。正是由於常常面對廢棄的礦坑，華人就更加需要團體合作以
提高生產總值，所以他們既有的群體合作生產模式也在維多利亞金礦得到了普遍發揚。據
1855 年華人礦工自己向議會提交的申訴說：“（我們淘洗）的都是那些之前已經被歐洲人
開發過的礦坑，他們放棄了這些地方，因為覺得沒啥回報率了，但是我們這樣做，讓一大
筆本來會損失掉的一大筆財富重新抬升進入流通領域了。”

12
 

至於白人抗議華人礦工傾倒礦渣污染第二個水坑的原因也在於雙方工作態度與目標不同。
正因為歐洲礦工不願意淘洗低品位的礦土，很少發掘其全部潛力。所以他們可能小心翼翼
地保護住水坑，以備將來要重新淘洗用。但華人總是一次性把二手礦土淘洗徹底，“結果
經過華人之手的礦土，才是真正無利可圖的礦渣，這樣一些東西，華人覺得堆到哪裡都無
所謂，於是就污染了又一個水坑”。

13
其實，對於礦區環境來說，開發過一次的礦坑就足

以徹底破壞地表植被與土壤層了。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挖掘出的礦土沒有任何人考慮回填，
結果華人的工作方式雖然可能多耗費了水，但是沒有導致更多的廢渣土方產生。更何況在
1850 年代中期，對需要淘洗的礦土進行預加工的攪拌籃（cradle）一天通常只能處理 1-2

立方碼（1 碼等於 0.914 米）的礦土，遠遠小於一個礦工一天的採掘量。所以在冬季水源
充沛時，華人的高頻率淘洗方式其實就克服了礦土產量過剩與預加工不足的矛盾，使得礦
土被挖出來後不至於浪費，單位體積的礦土利用率大大提高。

14
總之，即便華人的工作更

加耗費水源，但對提高淘金生產率來說，它是有利的行為。而相比于歐洲礦工在急速轉換
礦坑過程中對土地的大面積破壞，淘洗舊礦也未見得是更不利於環境的工作方式。但是當
時的報告和證詞卻並不反思白人工作方式的後果，只是指責華人對水源的破壞。 

要理解華人礦工為什麼常常淘洗廢舊礦渣，還需要考慮一個社會因素，那就是華人總是得
不到或者保不住新開發的礦坑。官方檔案乾脆完全回避這一問題，但是在當時的報刊資料
中它卻很清晰地展現出來。早在 1854 年 5 月，維多利亞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墨爾本《阿爾
戈斯》（Argus）就報導說，中部礦區法庭第一次受理了華人的起訴，因為他們從一個與白
人共同開發的礦坑中被驅逐了出來，最後他們因為無法證明礦坑是自己的而無法保住這個
新礦坑。

15
按學者劉渭平的解釋，當時初來乍到的華人，可能因不懂金礦上白人礦工自己

約定的習慣法而吃虧：“按當地習慣，凡任何一處發現金礦，發現者必須在該處豎立一旗
幟以為標誌。華工可能不諳此項習俗，未曾照辦。歐洲籍工人便據此以攻擊華工，責為欺
詐。”

16
這可能是這個案例中華人保不住新礦的重要原因。但是後繼發生的一些事情就顯

得純屬弱肉強食：最初是 1855 年 9 月，本迪戈地方報紙報導說“袋鼠溝”（Kangaroo 

Gully）發生白人用拳腳驅趕華人的衝突，因為水源不足，而華人淘洗舊礦激怒了白人。
17

之後《阿爾戈斯》又報導說本迪戈區域至少發生了兩起治安衝突，一次是兩位英國礦工在
路上毆打了一個華人礦工，就是覺得華人採礦影響他們，及時趕到的員警救下了華人的命。

                                                
11

 Ann Curthoys and 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 

(Neutral Bay: Hale and Iremonger, 1978), p. 40. 
12

 “Petition by Chinese Storekeeper” (December 1856), E. 1, VPLC, 1856–57, vol. 3. 
13

 Curthoys and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p. 38. 
14

 ibid., p. 38. 
15 

Argus, 29 May 1854. 
16

 劉渭平，《大洋洲華人史事叢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第 72 頁。 
17

 Bendigo Advertiser, 5 September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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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報導的作者卻認為華人該打，因為這個礦區歐洲礦工人數不多，可華人卻常常集體採礦，
結果搶了白人的彩頭。之後半個月，新礦坑“金合歡溝”（Wattle Gully）又發生了少數歐
洲礦工聯合毆打驅逐華人群體的事件，人數上佔優勢的中國人用竹竿和石子反抗，但最終
還是以失敗告終了。事情起因就是這裡發現了新金礦，可白人礦工不想讓華人分享，否則
他們自己就沒機會了，所以要拼命趕走華人。

18
這裡展示了淘金熱早期的幾個案例，說明

華人就算能找到新礦也不一定有機會享用，而論打架鬥毆華人不如白人有優勢。與傳統研
究的一般結論不同，這裡面華人不會放棄反擊甚至很早就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根本不
是被動消極的，但都難以取得成功，也得不到輿論理解。不管是為了水源還是富礦，所有
礦工都想獲得更多的使用份額，而在面對競爭時，白人礦工動輒訴諸暴力驅逐華人，藉此
不正當地擴大自身權利。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華人礦工由於得不到官方足夠的保護，雖有
運氣探到新礦卻無福享用，轉向舊礦也就不難理解。 

綜上可見，反復淘洗廢渣之所以成為華人代表性的淘金方式，不但是金礦資源分佈的地理
局限所導致，也是白人礦工蠻橫搶奪新礦的結果。他們的反復淘洗行為客觀上造成了對環
境的嚴重破壞，還導致了水資源的額外消耗。但是對白人社會對這種採礦方法發出的種種
責難卻是不公正的。其實問題的本質是：由於缺乏對富礦佔有和管理的話語權，華人礦工
只能去利用廢礦。更有失偏頗的是，白人礦工的開採行為對自然的破壞也很嚴重，但是輿
論只追究華人的耗水問題。不過為了求生，華人礦工絕不願退出淘金活動，他們發揚了在
故鄉生產環境下養成的工作態度與習慣，最終可以高效提煉含金量較低的礦土乃至廢渣，
這與白人礦工形成了鮮明對比。 

華人多樣化的淘金方式與局限 

華人淘洗廢礦獲利反映出他們在海外秉承著傳統經驗，但這並不說明他們不接受新經驗，
也不等於華人移民僅憑吃苦耐勞就可以克服所有環境困難。恰恰相反，他們的採礦活動一
方面不斷吸收白人的經驗和技術，另一方面也在採礦形式的變革下遭遇困境。可以說，在
反復淘洗礦渣之外，從形式上到組織上華人都開展了多樣化的採礦活動，只是回報不盡相
同。 

華人礦工並不一定是大規模集體活動的，也不都只開發舊礦。在 1850 年代後期淘金熱向
維多利亞更邊遠的內陸蔓延時，他們能夠在沒有白人干涉的情況下以小組形式發掘新礦。
有老華工回憶說：“當時採金之法，極為簡單。凡發現泥色有異之處，即掘井取沙。只用
一人下井掘沙，一人在井口絞沙，將沙放在木梯盤內，以水沖洗，即淘得沙金。”

19
這裡

生動表現了華工小規模開發新礦的場景。不僅如此，華人礦工也能夠大規模開發新礦區並
且收益頗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們創建了維多利亞東北部的阿拉拉特礦區（Ararat）。
1856 年 3 月，數百名中國人開發了這裡的“科蒂斯山港”（Port Curtis Hill）礦坑，但當
時只有小規模收穫。次年 4 月，從南澳大利亞輾轉而來的一隊華人移民向東北方向進一步
推進，發現當地土色有異樣，於是在隨後被稱為“黑色礦脈”（Black Lead）的區域試探
性挖掘，結果發現了誘人的古河床沉積金礦。這兩撥人之前都已經在其他礦區工作過，所
以積攢了許多白人的採礦經驗，他們花了 8 個多月挖掘大量淺礦井淘金，還使用了加利福
尼亞礦工帶進維多利亞的絞盤和軲轆提取礦土，運輸速度很快，挖上來的金塊多的甚至可
以用水桶裝。事情保密到 1858 年 2 月，此時礦區多數礦坑被英國移民發現，他們藉口華
人沒有執照而搶佔了多數礦坑。據英國礦工自己說，華人開發出的礦坑接近 70 個，每個都
價值 1000-1500 英磅。最後華人雖然只能另尋新礦，但“黑色礦脈”以“廣州礦脈”
（Canton Lead）之名傳遍了整個維多利亞，阿拉拉特也成為維多利亞殖民地唯一因華人
初步定居而發展起來的城鎮。

20
華人礦工吸收白人經驗與技術的努力不僅表現在簡單的開

採環節，也表現在加工提煉活動中。1856 年 7 月，《阿爾戈斯》駐本迪戈固定通信作家威
廉·凱利（William Kelly）發表了一篇長文介紹華人移民的採礦活動說：“中國人非常系統
地重新淘洗歐洲人開採過的礦坑並且淘洗剩下的礦土，最近他們還利用了很多馬拉攪拌機
（puddling machine）工作，那都是從歐洲人那裡買來的。”

21
馬拉攪拌機是 1850 年代中

期剛剛流行起來的高效攪拌設備，華人礦工幾乎是第一時間就注意利用了它。攪拌機使用
的方式很像毛驢拉磨：在一個圓形場地裡投入礦土後傾倒進水，然後馬匹被固定在套具裡

                                                
18

 Argus, 17 September 1855; 28 September 1855.  
19

 陳志明編，《澳洲黨務發展實況》，悉尼：國民黨澳洲支部，1935 年，第 10 頁。 
20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2), pp. 144–

5. 
21

 Argus, 17 July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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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著中軸轉，中軸和馬匹之間則連接著木杆，木杆下掛著許多扒犁，轉起來的時候就能不
停攪拌場地裡的礦土，讓它們變得細小。然後再把這些碎化的礦土拿去淘洗，沖刷掉泥沙
石子就能得到金子。這種工具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還相對節約水源——碎化礦土不
需要反復沖刷了。修建這樣一個裝置，大概要 200 磅的投資，要求相對比較複雜的安裝與
操作，但是華人通過集體投資與分工合作取得了成功。

22
 

然而，哪怕華人吃苦耐勞且善於模仿，但他們還是不能適應所有的淘金活動，這一點在深
井開採中表現的非常明顯。從 1850 年代後期起，淺層的地下古河床沉積金已經開發殆盡，
從而需要挖更深的井才能獲利，採礦成本以及對技術的要求都大幅提高。對此，在歐洲移
民中，具有豐富深井開發經驗的英國康涅什礦工優勢非常明顯，可華人因為缺乏資本和礦
道修建技巧只能望井興歎。偶爾有華人集體買下舊礦，但舊礦井中支架本身已經老化或缺
損，華人無力重建礦道支架，結果常常遭遇塌方事故。維多利亞中部山地土質稀鬆，由於
淺表土層有高密度挖礦，地表植被已經損失殆盡，偶有大雨就會導致水土變成粘稠的泥漿，
一塊土墜落往往連帶一大片坍塌。不僅如此，地下礦道由於沒有木板鋪砌，同樣泥濘至極，
這不僅讓挖礦變得困難，而且即便地面上有人報警，地下的卻連逃跑都來不及。所以礦難
是困擾所有礦工的問題，但摧折華人尤甚。1850 年代後期以降，本迪戈逐漸成為深井礦開
採的中心之一，但其中極少有華人的深井。在 1854-1865 年老礦區本迪戈死亡的華人中，
70%以上都是採礦人員，總計 31 個死亡記錄中，26 個都是被塌方活埋的。根據維多利亞
中部新興沃恩泉（Vaughan Springs）礦區的記錄，在 1857-1859 年意外死亡的 66 人中，
有 38 個都是華人，其中 11 個就死於礦難塌方，另外 6 個死於呼吸系統疾病。

23
由於這些

死亡統計是地方驗屍官做出的，難以獲得整個維多利亞的情況，而且這裡有關華人的部分
非常不完整，但足以讓人想像深井礦難對華人的威脅之大。從一份總結 1850-60 年代情況
的中文記錄來看，雖然不夠具體，但對整個維多利亞州的情況有較多所反映：“其礦井有
深至十餘丈者，井邊不固，每一崩壞、則葬身其中。吾僑為開礦而死者，不可勝計。為了
告慰死者，乃發起義祠，當時報名入祠者，在 7000 人以上，一二年內增至萬名，今日仍
存於墨爾本四邑會館中。”

24
這裡的死亡礦工未必都是因為深井開採，但是這種開採方式

的死亡率顯然對華人群體產生了極大的刺激。這也就證明在缺乏真正的礦井開發技術及足
夠資本的情況下，華人移民僅靠毅力、耐心與勇氣並不足以克服礦區複雜的地下環境。所
以華人移民可以在淺表發掘甚至礦渣淘洗中成功，但是在深井開發中卻不像前者那樣碩果
累累。這也導致在 1861 年至 1881 年中，白人礦工幾乎都轉入了更依賴深井技術的石英礦
開發，可許多華人還是只能延續沉積金礦開採——主要是淘洗廢礦渣。相比與 1850 年代
沉積金礦開發的全盛時期，此時這類礦工中白人人數減少了 80%，華人則比之前只減少了
40%。

25
這一點在議會委派的華人調查委員會報告中得到了證實：委員會主席威廉·楊

（Rev. William Young）詳細記錄了 1867 年維多利亞所有主要礦區的華人職業分佈，發現
在巴拉臘特、卡索曼及本迪戈等大礦區，華人移民仍然是淺表金礦淘金的主力。

26
事實說

明，在維多利亞礦區特定的地理地質條件下，靈活通變的華人移民也被無情地制約了其成
功的空間。 

華人水利技術在礦區的應用 

華人善於發揮傳統經驗的優勢，也能吸收新技術和新經驗，那麼他們的淘金技術是否也對
周圍礦工產生影響呢？之前的研究對此是語焉不詳的，但事實上華人淘金技術不僅有效仿
學習白人經驗的部分，還有輸出並被對方認可的部分。這裡最引人注目的是華人利用傳統
的水利技術大顯身手。 

從前文得知，在故鄉的農業生產體系中，修築水壩水渠以蓄引水流是四邑人的拿手好戲，
而維多利亞礦區整體上看屬於缺水地區，一方面不利於水利大開發，但另一方面又格外要
求治水經驗。據 1852 年的一份材料介紹說：“維多利亞的溪流和澳洲其他的河流大體一
樣，一點也不像歐洲或者美洲的河流那樣美好，在數量上就少得可憐。水流上看，除了休
姆河（Hume），或上墨累河（Murray）以及亞拉河（Yarra）的一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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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適於內河航運。事實上，它們面臨的水源補給也極不規律，也就是說，在雨季經常
氾濫成災，波濤洶湧，溢出河床，淹沒村落，裹走一切；夏日裡，它們又斷流，有些河床
更是變得乾燥如土路，另外一些隻剩下一點點水，可能是得自地下深泉的補給，或者是來
自難以辨認的天然井，河床上就反反復複交替發生這些情況。”

27
就礦區而言，本迪戈與

巴拉臘特等地都缺乏像樣的地表徑流，僅有靠東北的地方如比奇沃斯（Beechworth）、歐
文斯（Ovens）由於有墨累河的主要支流過境而水源相對充足。此外，採礦用水不僅受到
天然水源短缺本身的影響，還要受到降雨季節分佈不平衡的影響。面對這些難題，白人礦
工哪怕是康涅什礦工的應對方法都是先把礦土挖出來堆積，等到雨季了再淘洗，或者是用
手推車把礦土推到河邊，專門留人在那裡淘洗。

28
即便如此，水源也是越來越不足的，生

產屢屢受挫。原來一方面礦工挖掘出來的礦土和廢渣往往肆意堆積與傾倒，結果淤堵填埋
溪流河水，另一方面許多溪流因為河床本身也被反復挖掘導致淤塞而最終枯竭。

29
面對這

種情況，礦工們自然考慮要修築堤壩蓄水或者挖井，但一直無法扭轉大局，以至於本迪戈
等地出現了夏季（旱季）停工，冬季（雨季）開工的現象。 

不過許多華人礦工做到了在盡可能不遷徙地情況下克服了淘洗缺水的問題——他們的引水
技術大顯神通。至少在 1860 年代時，在地表徑流比較充裕的地區，華人移民習慣性地建
造起了木質百葉水車引水，周圍人則覺得這不啻為一項聰明絕頂的發明。

30
水車修成，華

人再在水車提水口挖掘管道，管道很深但是口並不寬。許多華人礦工已經是沿著水渠淘洗
金礦，或者說挖到哪裡，就把水渠修到哪裡。他們堆積起的廢渣總是整整齊齊垂直排開，
實際上又形成了比較牢固和加高了的渠岸。

31
水渠延續得很長之後，維護又是一個問題。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華人集體工作的優勢再次表現了出來，因為開挖水渠需要密集的勞動
力投入，而在雨季修補水渠以及排除內澇方面，就更需要高效的華人集體行動。這一定程
度上也說明了為什麼白人礦工經常是知道去挖掘水渠，但也無法真正維持。事實上，這些
方法已經得到了白人礦工的注意。現在雖然無法找到直接證據顯示華人礦工在修建水渠一
事上與白人礦工有通力合作，但是一個旁證可以有力地證明這一點。新南威爾士蘭坪灘
（Lambing Flat）礦區地理條件與維多利亞東北部金礦幾乎完全一樣，這裡的華人礦工多
數也是從維多利亞東北部轉移而來的。他們在 1860 年代與德國工程師合作，將傳統的在
河流中築壩的技術應用到礦區河流中，成功地改變了河流的流向，解決了礦區的缺水問題。
32
此外，華人特別成功地應用了導流技術開展流槽洗礦（sluicing）。這種技術起源于加利

福尼亞，原理就是修建長長的木水槽，從水源充足處開始向地勢低的地方延伸，把礦土加
入木槽內後，不斷加水沖刷，越輕的物質流得越遠，從而揀出金子（參見圖 1）。但在乾
旱的維多利亞，華人礦工把引水渠疏導技巧與之結合後才使它具有了應用價值。華人至少
在 1860 年代已經使用這種方法。根據一些詳細的文字材料顯示，從 1878 年開始，維多利
亞中部白山礦區（White Hill）陸續有 23 個華人組織註冊開展這種洗礦方式，首先都是修
建長長的引水渠，將水流從總蓄水處引導出來。進入多雨季的 12 月份，華人組織的採礦群
體一天三班倒，不間斷用水流沖洗礦土。

33
1879 年 1 月，兩個白人礦工與四個華人礦工組

合成立了公司，雇傭了 40 個華人與白人礦工一起開展流槽洗礦。“這說明歐洲人也承認華
人礦工管理水的才華，接受了他們從家鄉帶到金礦來的農業用水技巧。”

34
顯然，在 1860

到 1870 年代中，隨著淘金熱採礦形態的複雜多樣化，華人礦工與白人礦工的技術交流也
不斷深化，華人的水利治理方面的能力令白人移民也無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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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華人的洗礦槽
35

 

 

圖 2：華人立體引水技巧素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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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華人立體引水技巧之照片
36

 

事實上，在水源不足特別是缺乏流動水源的情況下，華人礦工依舊可以應付淘金所需水源。
圖片證據顯示了華人高超的立體引水技巧，最早記錄這種方式的淘金地點是華人較多的維
多利亞東北部比奇沃斯礦區。在 1850 年代淘金熱高潮期，沉積金礦富礦很多、回報率高。
礦工運輸礦土去遠處淘洗也是有利可圖的，所有這種技術並不必要，但進入 1860 年代後，
淺層沉積金礦的開發日益萎縮，廢舊礦的二次開發力度加大，則這種利用較少水源就地淘
洗的技術就頗有價值了。由於老礦坑周邊土層的厚度不同，採掘面也有不同層次，可在僅
是最底層有積水的情況下，想保證每一層都有獲得淘洗用的水源似乎是難以實現的。如果
像白人礦工那樣運礦土去河邊淘洗，那生產效率大大降低不說，運輸成本也過高。但是在
這兩幅圖裡，可以發現最底下的一名礦工在繼續挖水坑，另一名則就近開始淘洗工作。而
最頂層的兩名華人礦工使用竹竿作為軌道，斜著架在礦坑壁上，然後在上面綁上水桶把底
層水坑中的水舀到需要淘洗礦土的作業面上，滿足另外兩名礦工的工作需要。這不僅解決
了提水問題，而且非常省力。從圖 3 中還可以發現，這些礦坑的作業面積非常巨大，但是
卻不需要大量水源。這種疏導管大大降低了對礦土運輸的要求，獲得淘洗舊礦人群的普遍
歡迎。儘管從圖 3 中看不出引水用的竿子是否竹制，但圖 2 中的竹節則明確昭示出這是一
種地道的中國經驗。竹子作為建築和生產材料廣泛應用於中國南方地區，但是白人礦工卻
從不使用。維多利亞沒有豐富的竹林，這些竹子多是華人礦工從中國帶入的，本來是挑貨
用的扁擔筒。

37
“這些竹竿直徑大概有 2 英尺，6-8 英尺長，非常堅韌，能挑很沉的行李”。

38
它們也可以很容易地串聯起來投入引水設備的建設。事實上無論建築材料如何，圖 3 中

顯示畫面中心戴斗笠的華人礦工與近處大鬍子的白人礦工已經混合在一處，都使用這種方
法提水了。 

結論 

通過對華人淘金方式傳統定論的解構，可以認為澳洲早期華人移民的淘金方式其實是因勢
利導的結果。有充分的材料說明，為了最大限度地出產黃金，無論水源充足與否，無論是
淘洗的是否是新礦，早期華人移民都能夠因勢利導地採用自己的傳統技術和材料將開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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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順利推進下去。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們能夠很好地學習掌握歐洲移民的經驗，也能夠充
分發揮自己的能動作用，特別是將家鄉的生產方式、技巧與作業模式移植到澳大利亞，相
當程度上克服了當地生產環境的局限，收穫了不俗的淘金成果，甚至引發了其他移民群體
的效仿。當然，中國經驗並不總能夠適應澳洲環境。另一方面，早期華人淘金活動從一開
始就蒙受了種族排斥的壓力，而且他們隱忍求全發展起來的廢舊礦淘洗活動反而加劇了對
其生產實踐活動的指摘。值得注意的是，華人相對特殊的生產方式引發了許多白人移民礦
工的敵視，而官方的縱容和偏聽偏信實際上放大歪曲了華人移民活動的特點。這最終給種
族歧視與白澳意識增添了合法性。無論如何，澳洲早期華人移民是有著充分能動性的移民
群體，他們為澳洲淘金熱的發展做出了極富特色的貢獻。 


